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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大量案件法” 之说由德国税法学者提出， 意为征税是一种涉及大量案件、 频繁发生且需要高效处理的行政
执法活动， 而征税机关无法如同法院那样详细审查具体案件， 导致其作出不正确决定的概率相当高。

纳税人诉权保障之悖论破解
———以中德比较为视角

池生清

（三明市税务学会， 福建 三明 ３６５０００）

［摘要］ 纳税人诉权保障的公正与效率悖论， 产生于税既是无对待给付又是实现财政目的最重要手段

的双重属性， 前者要求公正为其正当性的唯一来源， 后者要求其最大限度地降低征税成本， 两者此消彼

长。 中德比较研究表明， 悖论破解的前提在于税务行政救济、 司法救济和立法救济三大救济程序相互衔

接， 形成相互借力、 相互支撑的有机整体， 关键在于确保法制与裁判实现双重统一， 行政复议主渠道作用

的发挥则是悖论破解成果的自然呈现。 完善我国纳税人诉权保障制度， 应当在全面盘活现有救济制度资源

的基础上， 建立税务法规、 税务规章合宪性与合法性问题的双重预审机制， 弥补司法救济与立法救济之间

程序衔接的短板， 同时统一税务行政诉讼级别管辖和税务行政复议管辖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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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无救济则无权利。 无论是制定 《税法总

则》， 还是编纂 《税法典》， 纳税人诉权保障制

度设计都是 “压轴大戏”。 一方面， 法院就税务

行政争议作出裁判必须以事实认定为小前提， 以

法律正确适用为大前提。 作为小前提的事实认定

受税法是 “大量案件法”①的影响， 必须以穷尽

行政救济为条件； 作为大前提的法律适用受税在

本质上是无对待给付的限制， 必须以维护法制统

一的立法救济 （宪法救济） 为后盾， 因而纳税

人诉权保障必然是由行政救济、 司法救济和立法

救济组成的系统工程。 另一方面， 税既是一种无

对待给付， 同时又是实现财政目的最重要的手

段， 前者要求公正为其正当性的唯一来源， 后者

要求其最大限度地降低征税成本， 公正与效率悖

论由此产生并贯穿于纳税人诉权保障各个阶段。

比如， 税务行政复议应由征税机关自我管辖还是

上一级管辖， 税务行政诉讼第一审案件应由基层

法院还是中级法院受理， 税务立法救济申请门槛

就低不就高还是相反［１］。 无论如何抉择， 似乎

都难逃 “世间安得双全法， 不负如来不负卿”
的两难困境。

税务行政争议主要由事实认定争议和法律适

用争议构成。 基于救济资源整体配置及其效益最

大化原则， 税务行政救济应当以解决个案纠纷和

事实问题为主， 适合由最熟悉争议案件事实关系

的原征税机关处理。 税务立法救济重在解决法律

冲突问题， 从而确保税收法制统一， 适合由最高

位、 最权威的国家立法机关或其他宪法机关处理。
处于两者之间的税务司法救济则需要全面处理事

实问题和法律问题， 从而既对征税机关进行司法

审查和监督， 又对税务立法救济机关起到强大的

案件过滤作用。 尽管世界各国的国情和政治体制

各不相同， 但在设计或选择纳税人诉权保障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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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方案时， 都无法回避具有共性的 ３ 个核心问

题： （１） 既然三大救济程序缺一不可， 但又难以

单独完成悖论破解的重任， 那么程序衔接应当如

何设计才能形成相互借力、 相互支撑又各显神通

的有机整体？ （２） 裁判统一是税收正义在司法领

域的具体体现， 是 “看得见的公正”， 而法制统

一则是裁判统一的前提条件， 那么作为悖论破解

关键的法制与裁判双重统一应当如何维护？ （３）
一旦具备上述两大前提条件， 行政救济又该如何

定位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主渠道作用？
环顾全球， 与我国同属大陆法系且为大陆法

系税法理论源头的德国， 在长期的纳税人诉权保

障实践中就破解公正与效率悖论问题已经积累了

较为成熟的制度经验。 据统计， ２００８—２０２１ 年，
德国征税机关年均异议结案 （类似于我国行政复

议） ４ ０１９ ２６６ 件； 税务法院初审年均收案 ３６ ３８２

件， 起诉率仅为 ０􀆰 ９％ 左右； 联邦税务法院上诉

审年均收案 ２ ７２３ 件， 上诉率为 ７􀆰 ０％； 联邦宪法

法院宪法抗告年均收案 ２８６ 件， 抗告率为 ０􀆰 ７％，
明显呈现金字塔式的分布规律 （见表 １）。 就公正

性而言， 异议、 初审、 上诉审和宪法抗告的争议

永久性解决的成功率分别为 ９９􀆰 １％、 ９３􀆰 ０％、
９９􀆰 ３％和 １００％， 每个阶段的救济程序均发挥了不

可替代的诉权保障作用。 就效率而言， 每一道救

济程序均具有强大的案件筛选作用， 又为后一道

救济程序的功能正常发挥创造了必不可少的前提

条件。 有鉴于此， 本研究主要运用中德比较研究

方法， 围绕纳税人诉权保障悖论破解的三大核心

问题逐层展开比较和分析， 在此基础上就 《税法

总则》 和 《税法典》 的税务救济制度设计提出立

法建议， 期待我国税法继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之

后再次在立法救济方面首开制度之先河①。

表 １ 德国税务救济案件一览表② 单位： 件

年度

行政救济

征税机关

异议

收案 结案

司法救济

税务法院

初审

收案 结案

联邦税务法院

上诉审

收案 结案

宪法救济

联邦宪法法院

宪法抗告

收案

２００８ ５ ２８１ ９９０ ５ ５３５ ６６７ ４５ ２９４ ４９ ２６２ ３ ３９４ ３ ４９４ ３１９
２００９ ５ ２４５ ０１６ ６ １０５ ８４１ ４２ ８５２ ４６ ４０２ ３ ４３０ ３ ３６４ ３８１
２０１０ ３ ７４５ ３７９ ５ ２５２ ５９２ ４２ ７７６ ４５ ５６６ ３ １７５ ３ ４３８ ３１３
２０１１ ３ ６０６ ８２４ ４ １４９ ５４３ ３９ ９４９ ４３ ７４６ ３ ０００ ３ ００４ ３３３
２０１２ ４ １３９ ６０１ ３ ６４８ ０７３ ３８ ８４０ ４２ ５０９ ３ ０１６ ２ ９６２ ２４１
２０１３ ４ ２３１ ４２９ ４ ２３０ ０８０ ３７ ８８８ ３９ ３６４ ３ ０６９ ３ ０４６ ３４４
２０１４ ３ ４６７ ４２４ ４ ２３３ ９２２ ３５ ９１４ ３９ ５６４ ２ ７３６ ３ ０４９ ２５８
２０１５ ３ ４５６ ３２６ ３ ７６６ ４４５ ３５ ０１６ ３７ ７７７ ２ ６３２ ２ ７２１ ２６０
２０１６ ３ ３２２ ２４９ ３ ４２８ ８７５ ３５ １６９ ３６ ６７５ ２ ５６４ ２ ７０５ ２６３
２０１７ ３ ２４５ ９７５ ３ ３４５ ７７３ ３３ ６４３ ３４ ９９６ ２ ４９６ ２ ５７１ ２９１
２０１８ ３ ３８９ ９５６ ３ ２５３ ７８５ ３２ ６５４ ３２ ９２８ ２ ３４４ ２ １６６ ２４５
２０１９ ３ ４５４ ５４９ ３ １８４ １２３ ３１ ９２０ ３２ ５７４ ２ ２４５ ２ ３３４ ２２５
２０２０ ３ ３３６ ２３７ ３ １５２ ６４７ ２９ ８８８ ３０ ７６７ １ ９９５ ２ １２２ ２４４
２０２１ ３ ０４７ ８０３ ２ ９８２ ３５９ ２７ ５４７ ２９ ７４４ ２ ０２２ １ ８３６ ／
年均 ３ ７８３ ６２６ ４ ０１９ ２６６ ３６ ３８２ ３８ ７０５ ２ ７２３ ２ ７７２ ２８６

８１

①

②

我国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制度均经历了从分散立法到统一立法的演进过程， 并且分散立法均始于税务救济立
法。 １９５０ 年 １２ 月，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公布 《税务复议委员会组织通则》， 这是新中国最早建立的行政复议制度。
１９８０ 年 ９ 月， 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 和 《个人所得税法》， 分别在其第 １５ 条和第
１３ 条规定， 企业和个人同税务机关在纳税问题上发生争议时， 必须先按照规定纳税， 然后再向上级税务机关申请复
议； 如果不服复议后的决定， 可以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这是新中国最早建立的行政诉讼制度。 参见： 王万华．
新中国行政诉讼早期立法与制度———对 １０４ 部法律、 行政法规的分析 ［Ｊ］． 行政法学研究， ２０１７ （４）： ４９ － ６５．

数据来源： 根据德国联邦财政部（ｗｗｗ． ｂｕｎｄｅｓｆｉｎａｎｚ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ｉｕｍ． ｄｅ）、 德国联邦统计局（ｗｗｗ． ｄｅｓｔａｔｉｓ． ｄｅ）以及
德国联邦宪法法院（ｗｗｗ． ｂｕｎｄｅｓｖｅｒｆａｓｓｕｎｇｓｇｅｒｉｃｈｔ． ｄｅ）官方网站公布的数据整理。 统计时， 司法救济未包括暂时权利保
护案件； 宪法救济未包括具体规范审查案件， 宪法抗告案件结案数未单独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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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救济资源整体优化配置下的
程序衔接

　 　 能否满足纳税人权利救济金字塔 “塔基要

宽、 塔顶要窄” 的内在要求， 首先取决于作为

顶层设计的司法救济与立法救济 （宪法救济）
之间、 司法救济与行政救济之间的程序能否顺

畅衔接。 中德两国都实行双重前置， 但差别极

大。 德国双重前置针对的是宪法救济， 纳税人

在提起宪法救济之前必须先穷尽行政救济， 再

穷尽司法救济， 因而又被称为穷尽法律救济原

则①。 该原则既在宪法救济层面把宪法救济与

法律救济的功能融为一体， 又在法律救济层面

把法院的司法救济与法院外的行政救济功能融

为一体， 从而有效发挥救济资源整体配置功能

并实现效益最大化。 我国双重前置仅针对司法

救济， 是指纳税人在提起行政诉讼之前必须先

缴清税款或提供担保， 再穷尽行政救济。 换言

之， 我国只有司法救济与行政救济之间的衔接

程序， 司法救济与立法救济之间的程序衔接则

尚未完全建立。
（一） 司法救济与行政救济的程序衔接

中德两国均实行穷尽行政救济原则， 其法

律依据分别是 《德国税务法院法》 第 ４４ 条第 １
款②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 ４４
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 第 ８８
条第 １ 款以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税法》 （以

下简称 《关税法》） 第 ６６ 条规定③。 差异在于：
（１） 我国前置程序适用于征纳双方就涉及税款

征收的行政行为所发生的纳税争议， 德国则适

用于撤销诉讼和课予义务诉讼。 （２） 穷尽行政

救济的例外规定， 我国仅适用于非纳税争议，
德国则适用于一般给付诉讼、 确认诉讼和飞跃

诉讼。 其中， 飞跃诉讼规定于 《德国税务法院

法》 第 ４５ 条， 是指异议管辖机关在起诉状送

达后 １ 个月内向法院表示同意的， 纳税人可不

经前置程序而提起诉讼。 但税务法院认为案件

需要详细调查， 且在兼顾当事人利益条件下有

助于查明事实的， 可在法定期限内裁定移交异

议管辖机关进行前置程序。 这样既大幅节省救

济成本， 又维护纳税人诉权和征税机关与法院

的分工， 值得借鉴［２］７７ － ７８。
（二） 司法救济与立法救济的程序衔接

对于涉及上下位法抵触的案件， 德国纳税

人有 ２ 种途径向联邦宪法法院请求救济： 一是

纳税人在穷尽司法救济后提起宪法抗告； 二是

请求税务法院或联邦税务法院的法官提出具体

规范审查④。 只要针对宪法抗告人所主张的侵

害其基本权利的公权力措施存在法律救济途

径， 就必须穷尽法律救济后才能提起宪法抗

告。 而且， 为了能在最接近案情的直接关联的

程序中预防或消除所主张的基本权利侵害， 宪

法抗告人必须抓住所有依案件情形而存在的诉

讼机会， 此即宪法抗告的备位性原则。 其例外

情形有二： 一是宪法抗告具有一般性意义， 亦

即将要作出的裁判具有超出个案之外的价值，
对于大量处于同样处境的案件而言能够形成一

种法律状况上的确定性； 二是抗告人可能遭受

严重且无法避免的不利益。 该例外规定体现了

宪法抗告的双重功能， 前者旨在维护客观法秩

序， 后者旨在确保主观权利救济。
中德两国法院都可以直接向合宪性审查机

关提出审查申请， 但申请门槛有较大差别。 德

国税务法院或联邦税务法院的法官对其具体案

件的裁判取决于问题规范的有效性时， 应当向

联邦宪法法院提出审查请求。 这时需要同时满

９１

①

②

③

④

德国纳税人穷尽法律救济原则， 具体规定于 《德国基本法》 第 ９４ 条第 ２ 款第 ２ 句、 《德国联邦宪法法院
法》 第 ９０ 条第 ２ 款和 《德国税务法院法》 第 ４４ 条第 １ 款， 从而形成一个体系完整的主观权利救济与客观法秩序功
能并重的防御体系。

该款规定： “对于提起法院外法律救济的案件， 除第 ４５ 条和第 ４６ 条另有规定外， 原告仅准许于法院外法
律救济的前置程序全部或部分无结果时提起诉讼。”

《关税法》 自 ２０２４ 年 １２ 月 １ 日起施行。 基于新法优于旧法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 第 ６４ 条已被
《关税法》 第 ６６ 条规定所取代而不再适用。

德国税务法院自成体系， 其中 １８ 个州税务法院为初审法院， 联邦税务法院为终审法院。 职业税务法官约
６６０ 名， 其中初审法官 ６００ 名， 终审法官 ６０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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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 ２ 个条件： 一是裁判上的重要性， 在争议涉

及的规范无效和有效的 ２ 种情形下， 法院必定

在原审程序中作出不同的裁判； 二是法官根据

公认的解释原则无法得出任何正当且与宪法相

符的解释。 我国最高人民法院或地方各级人民

法院认为法规与宪法或法律相抵触时， 可以分

别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要求或审查建

议。 至于这种依申请审查是否包括具体规范审

查情形， 我国法律一直没有明确规定。 直到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关于完善和加强备案审查制度的决定》
（以下简称 《关于完善和加强备案审查制度的

决定》） 的出台， 我国司法救济与立法救济相

脱节的状态才迎来重大突破①。 但由于地方各

级法院享有不受约束的司法裁量权 （ “可以”，
而非 “应当”）， 司法救济和立法救济程序之间

要实现顺畅衔接， 还需要一系列配套制度。
（三） 司法救济与立法救济相脱节的双重

风险

德国通过穷尽法律救济原则和具体规范审

查， 实现联邦宪法法院与税务法院之间以及司法

机关与行政机关之间的合理分工， 既有利于减轻

联邦宪法法院的负担， 也有利于调停税务法院的

法律见解， 以此为后盾还推动行政自制的深入发

展。 我国由于穷尽司法救济原则缺失， 司法救济

与立法救济程序长期以来各自为战， 纳税人诉权

保障面临双重风险： 一是立法机关进行合宪性审

查和合法性审查时由于脱离案件和情境， 缺乏具

体争点， 无法吸收司法机关意见， 只能发现字面

违宪和字面违法情形， 无法就适用违宪和适用违

法情形进行深入审查； 二是涉及上下位法相抵触

时， 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容易陷入程序空转， 从

而与破解公正与效率悖论的目标背道而驰。

三、 法制与裁判的双重统一

（一） 法制统一的程序保障

维护法制统一， 首先需要设立合宪性审查机

关为其提供坚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德国设立联邦

宪法法院， 专属管辖法律规范合宪性审查案件。
我国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为合宪性审查机关，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我国成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

宪法室， 协助全国人大常委会、 全国人大宪法和

法律委员会承担推动宪法实施、 开展宪法解释、
推进合宪性审查等方面的具体工作［３］。 这标志

着我国已经具备了合宪性审查工作的专门机构。
法制统一的实现路径， 分为立法权限的事

前划分和规范审查的事后监督。 中德两国立法

权限的事前划分均包括法律保留与法律优先 ２
个原则的适用， 差异在于事后监督。 德国实行

三权分立， 联邦宪法法院仅有权进行被动审

查， 即规范审查和宪法抗告。 根据程序启动原

因与审查范围的不同， 规范审查分为抽象规范

审查和具体规范审查 ２ 类。 所谓具体规范审

查， 是指联邦宪法法院对规范合宪性的裁判肇

因于 “原因案件”， 并据此界定审查范围； 但

裁判一旦作出， 其法律后果即抽象化地与原因

案件完全脱钩。 我国合宪性审查分为主动审查

和依申请审查。 以启动主体为标准， 依申请审

查又分为审查要求和审查建议。 其中， 提出审

查要求是最高人民法院等重要国家机关的权

力， 除此之外的其他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 企

业事业组织以及公民只能提出审查建议。 提出

审查要求是一种正式的启动程序， 即直接进入

正式审查程序。 审查建议则不同， 能否启动审

查程序取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的研究

意见， 认为有必要时才能启动审查程序， 否则

无法进入正式审查程序。 我国实行统一的多层

次的立法体制， 立法救济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

提供的法规审查救济和国务院提供的规章审查

救济。 但在立法救济中， 审查建议权和审查要

求权如何形成一个有机整体， 我国法律也一直

没有明确规定。 总体而言， 中德两国政治体制

虽各不相同， 就维护法制统一而言都建立了符

合各自国情的制度保障体系。
（二） 裁判统一的程序保障

德国为协调税法体系自身的内部冲突以及

０２

① 根据 《关于完善和加强备案审查制度的决定》 第 ６ 条第 ３ 款， 地方各级法院在审判工作中发现法规、 司法
解释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 或者存在合宪性、 合法性问题的， 可以逐级上报至最高人民法院， 由最高人民法院向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审查要求。 该规定标志着我国立法救济制度初步实现法律化和体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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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法与其他部门法之间的外部冲突， 确保税务

行政诉讼裁判统一， 根据 《德国税务法院法》
第 １１ 条和 《联邦最高法院裁判统一法》， 分别

在联邦税务法院的内部和外部设置了联邦税务

法院大法庭和最高法院联合法庭。 我国为统一

法律适用和裁判尺度， 树立与维护人民法院裁

判的公信力，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

组织法》 第 ３７ 条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

法律适用分歧解决机制的实施办法》 （法发

〔２０１９〕 ２３ 号）， 建立了以审判委员会为领导

和决策机构的法律适用分歧解决机制。 中德两

国都把在审案件所引起的法律适用分歧作为标

的， 但德国联邦税务法院大法庭和最高法院联

合法庭均仅就在审案件的法律问题作出裁判，
我国法律适用分歧则分为 ２ 类： 一是最高人民

法院生效裁判之间存在的法律适用分歧； 二是

在审案件作出的裁判结果与最高人民法院生效

裁判确定的法律适用原则或者标准可能存在的

分歧。 在我国， 启动主体为最高人民法院各业

务部 门、 各 高 级 人 民 法 院 和 各 专 门 人 民

法院［４］ 。
（三） 级别管辖对裁判统一的影响

中德两国税务行政诉讼均实行两审终审

制， 并且对法律适用分歧解决程序的启动主体

资格作出明确限制。 据此， 法律适用分歧解决

程序能否正常启动， 又取决于两国对于法院级

别管辖的具体规定。
德国税务诉讼案件的初审由作为州高等法

院的税务法院管辖， 终审由联邦税务法院管

辖， 对此没有任何例外。 因此， 联邦税务法院

作为终审法院， 无论是启动法院内部的大法庭

程序还是外部的联合法庭程序， 在程序上均无

障碍。
我国税务行政案件的级别管辖有 ２ 种： 以海

关和国家税务总局为被告， 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以其他征税机关为被告， 通常由基层人民法院管

辖。 由于我国有权提出法律适用分歧解决的申请

主体仅限于最高人民法院各业务部门、 各高级人

民法院和各专门人民法院， 目前尚未设立税务法

院①， 大部分税务案件只能以中级人民法院为终

审法院， 无法上诉到高级人民法院， 导致难以为

税务行政案件的裁判统一提供全面的程序保障。

四、 作为主渠道的税务行政救济

（一） 功能定位与管辖

纳税人寻求行政救济的制度， 我国称为行政

复议程序， 德国称为异议程序。 以是否发生移审

效果为标准， 行政救济管辖分为移审管辖和自我

管辖 ２ 种模式。 《德国税法通则》 曾规定税务行

政救济分为 ２ 种， 即实行自我管辖的异议和实行

移审管辖的抗告。 随着纳税人诉权保障制度渐趋

成熟， 自 １９９６ 年起双轨制改为单轨制， 异议和

抗告整合为异议。 换言之， 德国基于行政自制的

功能定位， 异议案件全部实行自我管辖。 我国基

于层级监督的功能定位， 税务行政复议案件以移

审管辖即上一级管辖为原则， 自我管辖仅作为例

外情形： 一是不服国家税务总局或海关总署的具

体行政行为， 向国家税务总局或海关总署申请复

议； 二是不服各级税务局的税务所 （分局） 或

稽查局的具体行政行为， 向其所属税务局申请

复议。
（二） 行政救济决定

不同的管辖模式决定了行政救济决定的不同

范围和方式， 进而对行政救济的效率产生重要影

响。 我国行政复议机关除纳税人撤回复议申请或

复议程序终止情形外， 对于行政复议案件都要作

出复议决定。 德国异议决定机关仅在异议未得到

救济的范围内作出异议决定， 实务中所占比重很

小。 德国救济决定分为异议决定和一般处分， 异

议决定又分为部分异议决定和全部异议决定。 征

税机关认为适当时， 可先就部分异议请求作出决

定， 从而方便异议人尽早向税务法院寻求救济。
对于经审查认定实体理由成立的行政救济， 我国

规定撤销、 变更、 确认违法、 责令重新作出、 限

期履行以及赔偿等 ６ 种决定方式； 德国则直接终

结异议程序， 由于异议决定机关即原征税机关，
因此， 可以按申请要求撤销、 变更或作出具体行

１２

① 目前我国已设置的专门人民法院只有军事法院、 海事法院、 铁路运输法院、 知识产权法院、 金融法院和互联网
法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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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行为， 无需另行作出异议决定， 从而有效地避

免程序空转、 节约行政资源。
（三） 层级监督的定位反思

作为世界性大国， 中德两国都把行政救济作

为化解税务行政争议的主渠道， 但功能定位存在

较大差异： 我国倾向于司法化的层级监督， 德国

倾向于反司法化的行政自制。 在德国， 作出行政

行为的征税机关在税务行政诉讼中一旦败诉， 被

告、 被执行人和行政异议机关在身份上完全重合。
这种情况有利于彻底贯彻行政执法责任自负原则，
进而督促征税机关在行政执法过程中最大限度地

以法院审判标准作为参照， 确保行政执法的合法

性和合理性。 我国基于层级监督功能定位确立了

上一级征税机关复议原则， 征纳之间的双方法律

关系转变为更加复杂的征纳与复议机关之间的三

方法律关系， 进而偏离了主渠道功能发挥的客观

要求。 首先， 复议机关无论是维持还是改变原行

政行为， 只要纳税人不服都要当被告。 这种 “双
被告” 违背了任何人不得当自己法官的自然正义

原则， 实务中也无法避免行政复议机关与被申请

人基于考核压力向纳税人施压要求其撤回复议申

请的情形。 其次， 纳税人向上一级征税机关申请

行政复议， 还可能导致权利救济阻力随着被告数

量和被告行政级别的增加而增加， 从而不利于保

障诉讼法上的 “武器平等” 原则。 再次， 由于税

法是 “大量案件法”， 相对于纳税人主动撤回和

双方合意终结， 征税机关自行纠正在行政救济程

序分流中是最为重要也最关键的方式①［２］１５。 由于

行政自制功能被层级监督功能所取代， 征税机关

自行纠正机制却一直未能从立法层面上得到保障。
为了从源头上减少进入行政复议程序的案件， 各

地只能在信访、 投诉等程序之外自行探索寻求行

政自制的涉税争议前置处理办法②。

　 　 五、 对完善我国纳税人诉权保障
制度的启示

　 　 据上述比较结果可知， 我国由税务行政救

济、 司法救济和立法救济三大程序构成的纳税

人诉权保障制度体系已初步形成， 但存在明显

制度性缺陷， 主要表现在： （１） 税务法规、 税

务规章审查救济与税务行政诉讼的程序衔接条

款缺失， 三大救济程序相互支撑、 相互借力的

有机整体功能难以发挥。 （２） 税务行政诉讼的

级别管辖与税务行政复议管辖不统一， 亟需同

步推动立法解决。 有鉴于此， 完善我国纳税人

诉权保障制度， 应当在全面盘活现有救济制度

资源的基础上， 推动税务法规、 税务规章的审

查机关与法院建立联动机制， 弥补司法救济与

立法救济之间程序衔接的短板， 同时统一税务

行政诉讼级别管辖和税务行政复议管辖制度。
（一） 税务法规、 税务规章的审查机关与

法院建立联动机制

在全面盘活我国现有救济制度资源的基础上，
充分利用 《关于完善和加强备案审查制度的决

定》 第 ６ 条第 ３ 款规定所提供的制度支撑和法律

依据， 彻底打通最高人民法院审查要求权和地方

各级法院审查建议权融为一体的 “最后一公里”。
１． 以备案机关或共同备案机关为审查主体。

税务法规包括税务行政法规和税务地方性法规，
前者由国务院制定， 后者由省级人大常委会制

定③， 均以全国人大常委会为审查机关。 税务规

章包括税务部门规章和税务地方政府规章， 前者

由国家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或者国务院其他部门

制定， 后者由省级人民政府制定④， 均以国务院

为审查机关。 因此， 税务法规和税务规章是否与

２２

①
②

③

④

德国征税干部专业素质要求很高， 每年仍有 ２８０ 万件异议案件存在执法过错需要纠正， 纠错率高达 ６７％。
参见 《安徽省税务行政争议前置处理办法》 （皖税发 〔２０１９〕 ８４ 号）、 《陕西省税务系统涉税争议前置处理办法

（试行）》 （陕税发 〔２０２１〕 ５７ 号）、 《国家税务总局宁德市税务局涉税争议前置处理办法 （试行）》 （宁税函 〔２０２２〕 ３２
号） 等。

我国税收法律仅授权省、 自治区、 直辖市人大常委会制定税收事项的地方性法规。 参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
环境保护税法》 第 ６ 条第 ２ 款和第 ９ 条第 ３ 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法》 第 ４ 条第 ２ 款和第 １２ 条第 ２ 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法》 第 ２ 条第 ２ 款、 第 ３ 条第 ２ 款和第 ７ 条第 ２ 款， 等等。

我国税务行政法规仅授权省、 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制定税收事项的地方政府规章。 参见： 《城镇土地使
用税暂行条例》 第 ３ 条第 ２ 款、 第 ５ 条、 第 ８ 条和第 １３ 条， 《房产税暂行条例》 第 ３ 条第 １ 款、 第 ６ 条、 第 ７ 条和第
１０ 条，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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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位法相抵触问题， 应当分别移送全国人大常委

会或者国务院进行审查。
２． 建立合宪性与合法性问题移送的双重

预审机制。 纳税人认为行政行为所依据的税务

法规或者税务规章同上位法相抵触， 在对行政

行为提起诉讼时， 可以一并请求移送审查。 第

一重预审由案件管辖法院作出决定， 即案件管

辖法院认为行政行为所依据的税务法规或者税

务规章同上位法相抵触， 可以裁定中止诉讼程

序， 并逐级报请最高人民法院。 第二重预审由

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决定， 即最高人民法院认为

行政行为所依据的税务法规或者税务规章同上

位法相抵触， 依法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或者国务

院提出加以审查的要求。
３． 对于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的审查要求， 全

国人大常委会、 国务院应当依法及时审查并按规

定处理。 全国人大常委会对税务法规的审查， 依

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 《关于完善和加强

备案审查制度的决定》 和 《法规、 司法解释备

案审查工作办法》 等相关规定进行。 国务院对

税务规章的审查， 由于 《规章制定程序条例》
（国务院令第 ６９５ 号） 第 ３５ 条和 《法规规章备

案审查条例》 （国务院令第 ７８９ 号） 第 １２ 条均

仅规定了对审查建议的处理程序， 因此， 需要同

步修改这 ２ 部行政法规， 增加对最高人民法院提

出审查要求的处理程序。
（二） 税务行政诉讼与行政复议的统一管辖

１． 第一审税务行政案件统一由中级人民法

院管辖。 我国厦门、 上海两地正在实施税务司法

专业化改革①， 对于推进税务法官专业化和涉税

争议实质化解具有深远意义［５］， 但这种由基层

人民法院为主体的管辖模式， 无法为税务行政诉

讼案件的裁判统一提供全面的程序保障。 基于我

国现行税务司法状况， 大部分税务案件只能以中

级人民法院为终审法院， 申请人无权向最高人民

法院提出法律适用分歧解决的申请， 因而无法确

保税务行政诉讼案件的裁判统一。 这也不利于纳

税人权利的平等保护。 增值税和消费税由税务机

关 （非进口环节） 和海关 （进口环节） 共同征

收， 关税和船舶吨税由海关征税， 其他税种由税

务机关征收， 纳税人诉权保障因征税机关的改变

而改变， 不符合宪法规定的平等原则［６］。 因此，
除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外， 第一审案件统一由中

级人民法院管辖为宜。
２． 税务行政复议统一由征税机关自我管辖。

穷尽行政救济在本质上构成了对纳税人诉权的一

种限制， 其正当化的核心理由在于， 税法作为

“大量案件法”， 其复杂性和广泛性要求给予征

税机关通过复议前置程序进行再次审查的机会。
因此， 行政自制成为了行政复议前置制度最为关

键的正当化基础。 首先， 行政自制必须以行政他

制为基本前提， 行政他制必须经由作为内因的行

政自制落到实处。 因此， 税务行政复议统一由征

税机关自我管辖， 必须以三大救济程序形成有机

整体、 税收法制与裁判实现双重统一为前提条

件。 其次， 借鉴德国经验建立飞跃诉讼制度。 根

据行政自制原理， 有原则必有例外， 既然行政复

议管辖机关认为双方有争议的行政行为即使经过

行政复议也不可能改变， 就应当允许纳税人向法

院起诉。 法院认为案件复杂有必要进一步查明事

实， 可以裁定案件移送行政复议管辖机关处理。
唯其如此， 才能避免类似大连辽渔案的情形再次

发生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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